
 

 1 

社会交换视角下组织支持感跨界 

增益的情感性路径研究 

袁梦莎 张征 张宁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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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员工在追求事业成就的同时，也越来越关注工作与家庭的平衡。过往有关工

作领域支持性角色资源跨界影响工作-家庭增益的研究中较少关注个体对资源的情感性评估和给个体心理资源带来

的改变。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获取了 443 名在职企业员工的样本数据，探讨了组织支持感影响工作-家庭增益的情

感性路径。结果表明：组织支持感显著正向影响工作-家庭增益；组织认同和核心自我评价分别在组织支持感与工

作-家庭增益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诠释了组织支持感跨界增益的多重中介路径。本文为管理者从社会交换视

角理解工作家庭正向互动的过程提供了理论借鉴。管理者应将“组织、员工、家庭”视为一个更大的资源交换系统，

从组织支持角度去促成员工工作与家庭的积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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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时代的进步，公平就业环境下，职场中女性职工数量不断增加，“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工作家庭角色观念已发生转变，

男性对平衡工作家庭生活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1-2]。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产生的独生子女群体已经陆续成家立业，独生子女群

体在承担父母赡养义务和子女抚养教育方面将迎来更大的挑战。同时，中国全面放开生育二孩的政策，企业员工特别是双职工

家庭将面临多子女的抚养和教育问题。可见，男女职员均需要肩负起赡养父母和照顾子女的家庭责任，员工身兼多重角色已成

为普遍现象。学界和实务界都必须直面工作家庭关系的相关问题。 

近些年学者们基于角色增强假说开始关注工作家庭间多重角色参与的积极促进关系，力图从工作界面与家庭界面正向互动

的角度揭示其关系的本质。工作-家庭增益更侧重于个体层面和正向迁移的积极贡献视角，强调工作角色经验跨界溢出有助提升

家庭角色表现和生活品质的程度[3]。目前，学者们普遍认可工作角色资源的获取是工作-家庭增益的前提，并从组织支持性角色

资源的视角挖掘了组织对于家庭角色参与方面的支持(如：工作领域的社会支持、工作家庭平衡政策、家庭友好型工作文化、家

庭友好政策等)和组织对个体的支持(如：主管和同事支持、家庭支持性主管行为等)[4-7]。这让我们产生了一个疑惑，难道只有那

些直接与家庭角色参与相关的支持性资源才会对工作-家庭增益带来影响吗？同一个组织情境下，员工对支持性资源感知的差异

会怎样影响工作-家庭增益呢？为解答这些疑问，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本文尝试从员工对组织支持的综合感知和心理评估的视角，

力图回答当员工感受到组织的关心、支持和认同时如何影响工作家庭的正向互动。组织支持感是员工对组织如何看待自身贡献

和价值、关心自身的利益的一种综合知觉和看法
[8]
。个体对组织支持差异化的感知会引发个体心理资源的改变，进一步影响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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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作-家庭增益的体验。基于此，尝试引入组织支持感作为影响工作-家庭增益的自变量，将传统关注组织对家庭角色参与性

的支持，转变为关注组织对员工自身价值贡献的肯定和个人福祉的关心。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利用“资源互惠交换”的原则来

解释“组织支持性资源感知——个体心理资源改变——工作-家庭增益”之间的逻辑关系，即组织支持感跨界增益背后蕴藏的情

感性路径。 

二、理论与研究假设 

现有关于工作-家庭增益的研究中更多借助角色积累理论、资源保存理论、生态系统理论等来解析工作家庭之间正向互动的

本质[3][9]。社会交换理论是组织行为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10]，广泛应用于解释工作领域中互惠交换关系促发的员工积极心

理与行为
[11-12]

。工作和家庭这两个重要的社会子系统是员工生活中不可分割的有机体
[13]
。社会交换理论认为，社会交换关系具有

双边、交互、互惠的特征[14]，员工在获得回报的预期下，在工作领域投入个体资源（知识、经验、能力和情感等），基于“互惠

交换”原则，组织提供相应的有价值的角色资源回报个体的付出，而这些角色资源不仅包括经济资源（如薪酬等）也包括社会

情感资源（如尊重、支持、关心等）。基于此，应该拓展社会交换理论的应用范围，将员工、工作和家庭放置在一个更大的社会

交换整合系统中去思考组织支持感跨界增益互动的本质。增益可以描述为一个资源累积的过程，角色领域资源能够增强个体资

源（个体特质和能量），通过有效利用个体资源以提升另一角色领域表现
[15]
。 

（一）组织支持感与工作-家庭增益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工作中员工以投入自身资源为“代价”，从而获取组织提供的一系列角色资源为“回报”，实现与组织

的互换，交换的质量则取决于所收获的角色资源满足角色需求的程度。角色需求不仅包含工作领域成长和生存的需求，也包含

角色资源跨界面满足员工家庭角色期许的程度。组织支持感的获取是以员工对组织有贡献价值为前提，是能够被员工感知的组

织“回报”表现。一方面，组织支持感表现为员工对组织肯定自身价值和贡献的感知。这不仅决定了员工薪酬等物质层面的“回

报”程度，也满足了员工归属感、情感支持等社会情感的需要，从而为员工满足工作家庭角色需求提供了物质保障和精神基础。

需求的充分满足是组织与员工间良性交换体验的结果。组织对员工工作和价值的肯定，也间接肯定了员工的工作技能、观点等

发展性经验[9]。而这些工作角色参与的经验提升了员工理解新观点和处理新事务的发展性能力，使员工回到家中可以继续应用于

更好地与家人沟通和处理家庭事务上，最终提升员工在家庭角色的绩效表现和生活的品质[3]。另一方面，组织支持感也表现为员

工对组织关心自身福祉的感知。那些关心员工福祉的企业，对员工遇到的困难表达理解和切实的提供帮助。这不仅可以协助员

工协调与整合工作与家庭角色需求，实现高质量的互换，同时也有助于减缓员工多重角色参与的紧张和压力，保有更强烈的信

心和更愉悦的心境，即使切换到家庭领域，积极的心理资源也能带来心理能量，有利于家庭角色的表现。因此，组织支持感跨

界渗溢有助于员工更好地扮演家庭角色，提升生活的品质。综上，提出以下假设： 

H1：组织支持感对工作-家庭增益具有正向影响。 

（二）组织认同的中介作用 

组织认同是员工与组织之间的心理和情感纽带，指员工对自身与组织的同一性和归属于组织的感知[16]。社会交换理论认为，

除薪酬等物质层面的交换资源外，个体与组织的互换也包括支持、信任、自尊等心理层面的资源[10][17]。满足员工的情感需求会

激发员工的“回报”义务，增强员工对所在组织的认同感。组织支持感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对组织环境的认知性评估，同样有助

满足员工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等社会情感需要[18]。同时，社会交换理论也强调社会交换结果的价值取决于员工对获取的角色资源

价值的主观感受，“互惠”原则和“回报”义务刺激员工“回报”组织[17]。员工个体在组织、个体和家庭之间的交换并实现交换

目标需求的过程中，以及个体在不同角色的转换中，组织提供的支持资源越能够满足个体需求，个体就越倾向于对组织给予积

极正向的评价，并增强组织的认同。组织认同是一种个体心理资源，能够增强工作角色参与中所获的积极情感和态度转移至家

庭角色中的机会，组织认同较强的员工更倾向于感知到组织中工作和生活的意义，将投入更多的努力，也将更有机会获得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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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角色领域渗溢的积极状态体验，从而更多地关注家庭成员关系，更好地履行家庭责任[19]。因此，个体对组织支持的感知将导

致情绪反应，触发组织认同，这样一种心理资源能够促发跨角色领域积极情感的转移，实现跨界增益。综上，提出以下假设： 

H2：组织认同在组织支持感与工作-家庭增益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三）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 

核心自我评价是个体对自己潜在的价值、能力和效能的基本评估[20]，是一种自我概念和认知评价。社会交换理论指出，社

会交换结果的价值取决于当事人的主观感受，在社会交换关系中得到组织的认可和尊重是最有价值的结果[17]。基于社会交换的

义务回报原则，员工感知组织支持，会更倾向于认为在组织中是有价值和被尊重的个体，除了会对组织产生认同外，也会对自

己给予积极的评价。组织支持是工作领域收获的角色资源，有助员工整合多重角色需求，能够减缓员工多重角色参与所导致的

紧张和压力，这会增强员工的满意、自信和心理能量，组织支持感有利个体积极的自我评价[21]。自我的积极评价、自尊感和自

我效能感等又可视为有利促进工作-家庭增益的心理资源，这种心理资源可以从工作角色领域转移到家庭角色领域。善于积极核

心自我评价的员工会积极地看待自己的能力和价值，对自己的生活也有更强的掌控能力，同样也会影响对多重角色投入中正向

互动的感知
[22]

。同时，积极评价自我的个体在面对挑战性工作时，会乐于把工作看成是有积极意义的
[23]
，也倾向于用积极的眼

光去看待挑战，更有能力去掌控和积极归因工作家庭领域所面临的问题，在双重角色参与中对压力的敏感程度相对较低，对提

高工作家庭整体生活品质的表现上更具信心，有利体验工作对家庭的增益[24]。因此，组织支持感有助增强个体积极的心理评价

这一个体心理资源，而心理资源可以跨界保存，最终实现工作-家庭增益。综上，提出以下假设： 

H3：核心自我评价在组织支持感与工作-家庭增益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构建本文理论模型如下图所示。 

 

图 1理论模型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样本 

本次调研数据主要来自广州、重庆、成都、江苏、上海五个城市，调研的时间为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4月。在具体的调

查过程中，本研究选择具有硕士或博士科研经验的“朋友”为研究助理，向他们说明此次调研的内容、目的、流程等，委托他

们通过网络社交媒体发布调查问卷，邀请其在职的同事和朋友参与并共享问卷信息。共发放问卷 485 份，回收 443份有效问卷，

有效回收率为 91.34%。最终的有效样本中，女性 263 人，占 59.37%；男性 180 人，占 40.63%。年龄 29 岁及以下的 263 人，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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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37%；30-39 岁的 118 人，占 26.64%；40-49 岁的 47 人，占 10.61%；50 岁及以上的 15 人，占 3.39%。已婚的有 281 人，占

63.43%；未婚的有155 人，占 34.99%；其他 7人，占 1.58%。子女数量中没有孩子的 182人，占 41.08%；有 1个孩子的212人，

占 47.86%；有 2个孩子的有49人，占 11.06%；样本中未出现有 3个及以上孩子的职员。 

（二）变量测量 

本研究量表均采用 Likert5点计分，“1”代表“非常不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组织支持感借鉴 Farh 等[25]使用的量

表，该量表包括 8 个题项，如：“当我遇到困难时，单位会帮助我”。但反向计分题“如果有机会，单位就千方百计利用我”在

中国组织情境下与其他测量条目不相关，故在本研究中被删除。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9。组织认同采用 Mael 和 Ashforth[16]的

量表，该量表共计 6 个题项，如：“我非常在意别人对我所在单位的评价”，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7。核心自我评价采用

Judge 等[20]的量表，6 个正向题项，如：“我能顺利地完成各项任务”。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2。工作-家庭增益的测量借

鉴 McNall 等[26]三个条目的工作对家庭增益的问卷。如：“参与工作能帮助我理解不同的观点，这将有助我成为一名更好的家庭

成员”。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1。本研究引入年龄、性别、婚姻状态、子女数为控制变量。年龄、婚姻状态等人口统计学

变量会潜在地影响工作家庭之间的互动过程[5][27]。 

四、结果分析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中主要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见表1。组织支持感与工作-家庭增益显著正相关（r=0.44，p<0.01）。

组织支持感分别与组织认同（r=0.54，p<0.01）、核心自我评价（r=0.39，p<0.01）呈显著正相关。组织认同（r=0.50，p<0.01）、

核心自我评价（r=0.55，p<0.01）分别与工作-家庭增益显著正相关。 

表 1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N=443）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1.性别 1.59 0.49 1        

2.年龄 1.58 0.81 -0.17
**
 1       

3.婚姻状况 1.38 0.52 0.11- -0.43** 1      

4.子女数 0.70 0.66 0.07 0.39** -0.33** 1     

5.组织支持感 3.51 0.77 0.00 0.02 -0.05 0.02 1    

6.组织认同 3.78 0.76 0.08 0.08 -0.04 0.13
**
 0.54

**
 1   

7.核心自我评价 3.84 0.60 0.03 0.17** -0.15** 0.16** 0.39** 0.49** 1  

8.工作-家庭增益 3.81 0.77 0.05 0.15
**
 -0.10

*
 0.20

**
 0.44

**
 0.50

**
 0.55

**
 1 

 

注：性别（1=男，2=女）；年龄(1=29 岁及以下，2=30-39，3=40-49，4=50岁以上）；婚姻状况（1=已婚，2=未婚，3=其他）；

子女数（0=没有孩子，1=只有 1 个孩子，2=有 2 个孩子，3=有 3 个及以上孩子）。**表示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表示在 0.05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二）验证性因素分析 

对组织支持感、组织认同、核心自我评价、工作-家庭增益四个构念做验证性因子分析以检验潜变量之间的区分效度。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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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四因子模型的整体拟合指数（χ2=524.93，df=203，CFI=0.93，TLI=0.92，RMSEA=0.06）优于其

他因子模型，四个研究变量之间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本研究采用自陈式量表收集变量数据，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的可能性。借鉴王海波等[28]采用的对不可测量潜在方法因子进行

控制的方法，将所有测量条目在共同方法因子上有载荷，如果加入后模型各项拟合指标均没有显著改善，就可以视为研究不存

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如表 2所示，加入共同方法因子后的五因子模型拟合较好（χ2=441.99，df=181，CFI=0.94，TLI=0.93，

RMSEA=0.06），但是与四因子模型相比，拟合指标的改善程度均不超过 0.01（ΔRMSEA=0、ΔCFI=0.01、ΔTLI=0.01）。即加入共

同方法因子后，模型的拟合值并没有得到明显地改善，表明本研究所涉及的变量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并不严重。 

表 2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χ2 df RMSEA CFI TLI 

五因子:POS；OI；CSE；WFE；CMV 441.99 181 0.06 0.94 0.93 

四因子:POS；OI；CSE；WFE； 524.93 203 0.06 0.93 0.92 

三因子:POS+OI；CSE；WFE； 1100.06 206 0.10 0.81 0.78 

二因子:POS+OI+CSE；WFE； 1566.40 208 0.12 0.71 0.67 

单因子:POS+OI+CSE+WFE； 188.79 209 0.13 0.66 0.62 

 

注：POS代表组织支持感，OI代表组织认同，CSE 代表核心自我评价，WFE代表工作-家庭增益，CMV 代表同源偏差，“+”代

表两个因子合并为一个因子。 

（三）假设检验 

假设检验结果见表 3，组织支持感对工作-家庭增益有显著的正向影响（c=0.44，SE=0.04，t=10.43），即在控制了性别、年

龄、婚姻状况、子女数后，组织支持感每变化一单位，工作-家庭增益变化 0.44个单位，假设 H1得到验证。 

本文利用 PROCESS 程序检验研究假设，模型中组织支持感（X）为自变量，组织认同（M1）、核心自我评价（M2）为两个中

介变量，工作-家庭增益（Y）为因变量，同时加入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子女数为控制变量，将 Bootstrap 再抽样设定为 10000

次，置信区间设定为 95%。组织支持感影响工作-家庭增益的多重中介路径检验结果显示：组织支持感对工作-家庭增益的间接效

应为 c-c’=0.25（Bias Corrected CI=[0.17，0.33]，α=0.05），偏差矫正 95%的置信区间不包括零，表明总的间接效应显著。

在多重中介模型检验中，需要进一步关注单独的中介效应，由表 3可见，组织支持感透过组织认同影响工作-家庭增益的间接效

应为 a1b1=0.11（Bias Corrected CI=[0.05，0.18]，α=0.05），置信区间不包括零，间接效应显著，组织认同的中介作用成立，

假设 H2得到验证。组织支持感透过核心自我评价影响工作-家庭增益的间接效应 a2b2=0.14（Bias Corrected CI=[0.09，0.20]，

α=0.05），间接效应显著，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成立，假设 H3得到验证。 

表 3假设验证 

 POS X (a paths) WFE Y (b paths) 

 Coeff. SE t(sig.) Coeff. SE t(sig.) 

OIM1 0.53 0.04 l3.4l*** 0.20 0.05 4.28*** 

CSE M2 0.30 0.03 8.88*** 0.46 0.06 8.23*** 

 总效应 c(Total Effect) 直接效应 c’(Direct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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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4 0.04 l0.43*** 0.l9 0.04 4.28*** 

 *** 表示 P<0.00l 

间接效应 c-c’(Indirect Effect) 

 Effet Boot SE BootLLCI BootULCI   

TOTAL 0.25 0.04 0.l7 0.33   

OI Ml 0.ll 0.03 0.05 0.l8   

CSE M2 0.l4 0.03 0.09 0.20   

Level of Confidence for Confidence 

Intervals: 95 
Number of Bootstrap Resamples:l0000 

 

五、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从情感性资源“互惠交换”的角度论证和检验了“支持性资源感知——个体心理资源改变——工作-家庭增益”这条情

感性溢出路径，将员工、工作和家庭放置在一个更大的社会交换整合系统中去思考组织支持感跨界增益的互动本质。厘清了组

织支持感跨界增益的情感性路径。具体结论如下： 

1.组织支持感对工作家庭增益显著正向影响。这一研究结论拓宽了工作-家庭增益前因研究中组织支持性角色资源的外延。

以往研究更多关注家庭支持性领导行为、同事支持、家庭友好政策实践、工作家庭文化等，并将其作为工作资源或工作特征的

一部分[5][7]。本研究认为，支持性角色资源不仅包含过往研究关注的家庭友好型的组织支持，也包含组织对员工自身价值贡献的

肯定和个人福祉的关心，并且个体对组织支持的感知存在差异化，这拓宽了工作-家庭增益研究中组织支持性角色资源的范围。

同样，本文认为即使身处同一组织，对组织支持也存在个体差异化的感知，这取决于个体对这些资源价值需求的判断。 

2.组织认同和核心自我评价分别在组织支持感与工作-家庭增益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诠释了组织支持感跨界增益的多

重中介路径。工作领域支持性角色资源的获取是跨界增益的前提，但现有研究忽视了组织支持性角色资源跨界增益过程中个体

感知与心理评估这一重要阶段。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认为组织支持性资源并不是直接作用于家庭角色领域，而是透过跨界的

直接行动者，即个体这个工作、家庭角色领域的跨越者对资源的价值判断，以引发个体心理因素的改变，进而影响界面另一端

的角色行为和表现。基于此，本文从个体心理感知与评估视角，验证了组织支持感影响工作-家庭增益的心理中介机制，即组织

认同、核心自我评价的多重中介作用。 

（二）对策建议 

1.将“组织、员工、家庭”视为更大的资源交换系统 

企业管理中应该避免以下误区：将工作与家庭视为相互分离和冲突的角色领域，认为员工的家庭是员工的私人角色领域，

而将管理政策的作用限定在工作领域，仅关注员工在工作领域的角色表现。中国人对工作和家庭角色的整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为他们将工作领域和家庭领域视为一个整体，所以他们的工作目标是获得更好的生活[5]。本研究结论给企业管理者认识三者的

关系提供了理论的支持。企业管理者应该将“组织、员工、家庭”看成资源的有机整合和交换系统，在社会交换互利互惠的原

则下，管理者的工作是帮助员工与组织和家庭建立长期的、互惠互利的交换关系，而不是仅仅关注员工与组织在工作角色领域

的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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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组织支持角度去促进员工工作与家庭之间的积极关系 

第一，企业应该从制度层面体现对员工价值贡献的肯定和衡量。价值不仅包括对员工知识、技能和经验等个人价值，也包

括员工因应用个人价值和发挥个人努力给企业带来的贡献价值。在薪酬设计、绩效考核中应该充分尊重和衡量这两种价值。第

二，管理者特别是员工的直接上司应该加强对员工价值贡献的情感性肯定。通过社会奖励（如赞美、尊重、支持、欣赏、关心

等）来回馈员工在工作角色领域的付出。第三，企业提供支持性的人力资源管理政策。不仅可以通过实施弹性工作安排、增强

工作自主性、塑造工作家庭文化氛围、鼓励家庭支持性的主管行为，同时也可以通过加强对员工自身价值和贡献的肯定及其对

个人利益和幸福的关心来实现促进工作家庭良性互动的目的。 

3.挖掘跨界增益过程中的积极心理资源 

组织、个体和家庭的社会交换过程中，任何双方都想要从社会交换中得到有价值的东西，除经济性资源以外（如工资报酬

等），积极心理资源（寒暄、组织认可、支持、关心、尊重和声望等）被视为最有价值的交换结果，因此管理者应该重视如何丰

富心理情感性资源，重视同一组织情境下员工对组织支持的差异化感知。具体而言：第一，管理人员可以通过肯定员工价值贡

献、关注员工意见、关心员工切实利益、帮助员工解决困难等方式来帮助员工增强对组织和自身的积极评价等心理资源，进一

步影响工作家庭关系的互动体验。第二，管理人员应该增强员工的组织认同感。通过表达对员工家庭角色需求的关心，为员工

创造实现个人目标和需求的机会，合理地奖励员工，提高员工工作参与度等管理手段提升员工的组织认同感。第三，重视员工

的差异化心理需求。不同的员工对工作和家庭角色的价值感存在很大的差异，有些重视工作中自我价值的体现，这类员工的情

感性激励中，应该更加重视工作价值的肯定，比如工作成就感、自豪感等，而有些员工则更加重视工作的福祉体验和多重角色

参与的益处。 

（三）不足与展望 

从研究内容而言，本研究揭示了组织支持感跨界增益的情感性路径，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从工作家庭边界特征的差异性、

员工个体需求特征等来限定中介路径成立的条件。研究仅关注工作对家庭的增益，并没有关注家庭对工作的增益，未来研究可

以思考家庭支持感影响员工家庭对工作增益的情感性路径。从研究设计而言，采用横截面数据，就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的验证

尚不具备最充分的依据，后续研究可以收集纵向追踪数据或采用实验研究法等，多方验证该领域的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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